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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九一三事件作为中共党史最大疑案之一，其全部真相也许永远不能大

白于天下了。但学者们的努力却取得了成果：被压制的声音喊了出来，被掩盖的

细节透露出来。在钦定的历史之外，形成了另一种叙述。 

在特定的时期，我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专案组历史”。专案组写历史，如同当年

的文艺创作组写文艺作品，集体创作，主题先行。 

但创作组写的是文艺作品，只要有主题，秀才们就可以不顾现实，随意编造

。专案组不行，专案组要对“历史”负责。虽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还得要“证据”

。也就是说，这“主题”要到现实中去“求证”。如果事实跟“主题”对不上号怎么办？

原则是修改事实。办法也是有的，一是文斗，大道理、小道理、真道理、假道理

地蒙你，绕你，吓唬你，叫做“政策攻心”：二是武斗，从周兴、来俊臣到苏区肃反

，积累了无数的智慧和经验，推陈出新。说是“重证据”，“不搞逼供信”，可那些胡

言乱语是怎么弄出来的？ 

专案组是专制体制的工具，使命是对非法迫害进行“合法追认”。无论是一时的

天威震怒，还是久酿的神机妙算，也不管什么罪名——特务、叛徒、国民党，里

通外国，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专案组都能一一证“实”，甚至“锦上添花”。 

专案组本身的历史至今内幕重重，谁审的？怎么报的？如何批的？都是机密

。其审查结论，倒是由文件传达，社论公告，组织处理而流行天下，并载入“史册”

。有史家认为，专案一旦公布，党史就清楚了一大半。 



虽然常人不能一窥堂奥，但从一个接一个的平反决定，一篇又一篇的控诉揭

发，不难推测其荒唐与悖谬，这一切，也载在史册。 

专案组还有一种特点：今日堂官，明日阶囚。输家和赢家的位置随时互换（如

黄永胜就担任过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九一三事件的被告们之所以有罪，因为他

们是输家。问题是，如果他们是赢家，历史又将如何写法？答案不言而喻：没有

任何不同，只不过当年的赢家成了他们手中的罪犯。 

赢家整输家，赢家变输家，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轮回。什么时候“专案

组的历史”没有遭到清算，什么时候不实现“阳光政治”，什么时候就无法摆脱这种

轮回。 

 

黄吴李邱的“九月十二日”     舒  云  
 
1971年 9月 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就是被

卷进九一三事件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

的大事件。当然更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从 9 月 13 日起，他
们的一举一动就都被监控了，基本上无所事事。1980 年审理“两案”时基本搞清
，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逃跑有关系，可惜这已是十年铁窗之后了。 

 
1971年 9月 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事发当晚只有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 
 
9 月 12 日是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

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孙子 1971 年 5 月出生，已经
四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这时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后看

文件。  
 9 月 12 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

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

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中

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但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

会堂。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八点，黄永胜

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八点才走？ 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



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 40 多分钟，
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

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周总理第二

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十二点多。十二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

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

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我们才回家。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抓时，大叫冤枉，那声音惨极痛极，很多人

都听到了。 
 

邱家办家宴 
 
9月 12日，邱会作的孙女 12天了，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婴儿出

生第十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孩子的姥姥来了，在

西郊机场工作的孩子表舅一家来了，炊事员老刘师傅也来了。西山上还有个战士

炊事员，做了一大桌子菜，又下挂面，又买馒头，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晚饭。  
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之后风声一阵

紧似一阵。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六本书，但心里却老是忐忑不安，不

知命运如何。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会后约吴

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后来没见成）。得到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后，几个人都没有跟

吴法宪通气，怕他再捅漏子。家人吃完晚饭已经是下午六、七点钟，邱会作回来

了，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就送客人走。婴儿和邱路光的爱人留在西山，

邱路光的部队在新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的，因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亲胡敏下

山回了总后大院。  
邱会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黄吴李邱

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药“保驾”，睡前公务员小张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刚

睡着没多久，凌晨三点左右，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

堂，说有个重要的会。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  
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

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倒霉的“庐山”又发

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

来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夫

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

女儿办婚事……可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

厅，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因为李作

鹏接到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他猜到一点情况，

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么事呢？  
四点，周恩来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他

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

少少都有些瓜葛，惟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 1980 年审理“两案”，老
战友万毅探监时对他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

律师也没请。谁知道并没有放过他。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种“自留地” 
 
李作鹏 9 月 12 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通知山海关海军机

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

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

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

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不管是“一人”还是

“四人”，都没有让三叉戟起飞。三叉戟是强行起飞，并没有经过调度室。李作

鹏不服气，为什么把三叉戟起飞的责任推到我头上？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

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你周总理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

让我通知，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

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下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

他认为三叉戟起飞不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  
李作鹏一直在海军大院，根本不知道人民大会堂和北戴河的前前后后，林彪

去哪？为什么不让林彪的飞机起飞？全没讲。李作鹏没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也

根本想不到，他只是照本宣科，把总理指示传达给山海关机场。如果周恩来多透

露一句话，李作鹏也会强调。以后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

都石沉大海，周恩来生前没作任何解释。李作鹏说，以我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四

个半小时录音带为准。  
9月1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军委

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各自回去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

本单位的事情。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

。李作鹏 8 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一段时间，8 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
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 月 7 日、8 日还在武
汉。“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乱，几天不在家，就会堆积山一样高的公文。好不

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 47 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

，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总理亲自交代，李作鹏也要亲自处理。处理完山海关

的电话，又吃了安眠药睡了，因为吃了双倍的药，睡得比较踏实。但一听说开会

，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夜，是不是与昨晚总理那个不让

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江、姚特别高兴，姚文元

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

，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罢了。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毛泽东曾经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他认为是他的

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但是，放跑三叉戟的罪名最终还是算在

了他的头上。  
 

吴法宪吓得魂都没有了 



 
9月12日，对于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个人中，他最知情

，也吓得最厉害。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这个会一直开
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 9 月 12 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
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

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

，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吴法宪起床后，就叫车和陈绥圻、张秘书回到

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

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陈绥圻找出吴法宪前两次的检讨材料，琢磨怎么帮助吴法

宪写第三次检讨。而吴法宪按周恩来指示，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

告的草稿，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下午就这样紧紧张张过去了，晚上

吴法宪还有一大堆事情。当时正开着一个会议，晚上八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

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还有一

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六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

性问题。这个谈话结束已经是 9 月 12 日晚上十一点多，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
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吴法宪回忆，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

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

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

，我马上给三十四师（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

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

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

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

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它地方？胡萍没有答

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吴

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他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了，你就以训练的名义，主

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我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

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五分钟后，

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

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

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

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

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

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

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

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

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

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13 日凌晨一点，周总理让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往哪儿飞，飞机降在哪儿。

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我一一报告。飞到赤峰附近，我提

出是不是拦截？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



主席。毛主席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向西时，我要胡萍叫专机师

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 15 分钟，没有回答。周总理来电话问
，飞机到什么地方了？我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 100 多公里，高度 3000 公尺。…
…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周总理又来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

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要我用脑袋担保，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

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

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

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它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  
     我向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两点，周总理打电话问
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理说我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

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

，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小人物费四金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

“大舰队”活动。如果林彪搞政变，怎么可能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

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终于“查到”，9月12日白天黄永胜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

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

，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

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

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没有过去几天

，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 12
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本来要抱个“大金娃娃”，顿时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

先给“糖衣炮弹”，无非是封官许愿、政治前途一类。如果骨头软，就会“顺杆

爬”，反正黄永胜已经倒了，再多泼点“脏水”又算什么？但费四金坚决地说，

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

对我自己负责。专案组还不死心，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各种高压手段都用上了

。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说真话，

很可能自己的结局会很悲惨。如果作伪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

”很“灿烂”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

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辞，说黄永胜和林立果 9 月 12 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
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

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

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

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最后，专案组组长纪登奎使出“杀手锏”，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

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

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

有。如果黄永胜 9月 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不管有多严重的后果，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在 9月
12 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始终说真话，最后在黄永
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要不然，大小“舰队”在九一三事件前一

天见面就有了“铁证”，黄永胜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

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

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

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

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

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

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

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他们不走，就两个人“

招呼”一个。  
费四金原来是广州军区 41 军 121 师的，跟黄永胜从广州到北京，是黄永胜办

公室工作人员中时间最长的，1968 年跟黄永胜调到北京的工作人员先后都走了，
费四金也在交班，准备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接班的小汤基本上都接了，只剩下

账本没接，如果费四金早两天走也就走了，没想到九一三事件不期而遇，再也没

走成。费四金交完班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结婚证领了，回家的火车票也拿到手

了，喜糖什么的也买了，却被突然关了起来。专案组认为费四金是黄永胜的心腹

，把他当成重点。  
黄永胜从人民大会堂回到西山，费四金觉得他情绪低落，也知道跑了一架大

飞机，以为吴法宪跑了，因为没看见吴法宪来。直到进了学习班，才知道黄永胜

有问题。逮捕黄永胜时费四金不在，小汤跟着去的人民大会堂。费四金住在城里

，临走头一天，黄春光抱着孩子来了，说首长有事走了，我们没有生活费，首长

还有没有生活费？费四金说有是有，都在西山。就领他们到西山取，看门上贴着

封条，知道事情不好。警卫不让进，后来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建飞专门请示中央，

才让他进了。进去以后费四金就失去了自由。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道“临时”了四年，为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

毛。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升”到

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

包袱”，人家都不敢用。如果费四金承认 9 月 12 日黄永胜见了林立果，那就立了
“大功”，决不会是这种待遇，但费四金至今不悔。  

 

黄春光的回忆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回忆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
，机上有谁不知道。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也不知道。又问

父亲回来没有，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 月 24 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过完 10 月 1

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分析，帮助父亲烧

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

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十一点多，秘书看见，就揭发了，说我



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
说我没帮。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

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它干什么？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四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

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我？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还想从我这

里“挖”东西。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 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去看。

终于说可以看，母亲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

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还我清白以

后再见。  
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

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

同意了。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

感情防线。以后我们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

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没事——我

们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从我们到北京来就抵制

。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当然是林彪。跟林彪打仗多痛快！我

打仗怎么样？有史可查，父亲最后没有写东西，不写！写什么？人家相信吗？关

于九一三事件我都说了，我写有什么用？有个录音带，留给儿女，算遗嘱吧。  
临死父亲只讲了两句话，我没有反毛主席，我没有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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